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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汞污染研究与履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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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汞是毒性较强的重金属污染物之一，也是一种全球性的污染物。旨在控制和削减全球人为汞排放和使

用的国际公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以下简称《水俣公约》）已于 2017 年 8 月正式生效，这标志着汞

污染已成为当前重要的全球环境问题。目前，我国是汞生产、使用和排放量最大的国家，面临着汞污染控制

和履行汞公约的巨大压力。基于此背景，文章系统阐述了我国汞的生产、使用和排放，汞的迁移转化与健康

效应，《水俣公约》和我国汞污染控制及履约进展，并展望了需要重点开展研究的 5 个方面，以期为我国环

境汞污染控制和履行《水俣公约》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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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是毒性较强的重金属污染物之一，也是一种全

球性的污染物。排放到大气中的汞可通过大气环流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长距离传输，并沉降到陆地和水

生生态系统，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威胁。第

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人为活动已导致全球大气、水

和土壤中汞的含量显著增加，对全球环境产生了重

大的不利影响[1]。2013 年 1 月，一项旨在控制和削减

全球人为汞排放和使用的国际公约——《关于汞的

水俣公约》（以下简称《水俣公约》）获得通过，并

于 2017 年 8 月正式生效，这标志着汞污染已成为当前

重要的全球环境问题。

作为首批签约国，我国是目前汞生产、使用和

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每年通过人为活动向大气排

汞 500—600 t，约占全球人为排放量的 30% 左右[2,3]。

因此，深入研究我国环境中汞的来源、分布、健康风

险及污染控制是国家环境保护和履行国际汞公约的重

大需求。

1 我国汞的生产、使用和排放

汞具有广泛的用途。我国对汞及其化合物的使用

历史十分悠久。古代被广泛利用的含汞化合物——

辰砂（HgS，又称朱砂、丹砂），是古人追求长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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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炼丹术”的重要原料，也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矿石

中药材。同时，古人利用汞与含金矿石中的金生成汞

齐的性质，实现提炼金的效果。如今，随着科技的不

断发展，汞及其化合物的应用更加广泛，包括化学化

工、医药产业、冶金行业、电器仪器、交通运输和军

事生产等领域[4]。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汞生产、使用和排放国 [5]。

我国汞矿资源丰富，开采量位居世界前列。2017 年

世界汞矿产量约为  3  790  t，我国占  89% [4]。我国

汞使用量从 2005 年的 803±95 t 增加到 2011 年的峰

值  1 272±110 t，2014 年为  903±115 t [6]。聚氯乙烯

（PVC）生产是最大的用汞行业，占全球汞总需求量

的 60% 以上。2011 年我国聚氯乙烯、体温计和血压计

生产用汞量分别为 878 ± 61 t、152 ± 83 t 和 97 ± 10 t[6]。

在《水俣公约》的背景下，全球限制含汞产品的使用

愈发严格，亟待开发低汞触媒或无汞替代产品。

汞可以通过自然和人为活动排放进入大气、土壤

和水体。其自然源主要包括火山、地热等地质活动，

以及水体挥发和土壤释放等[7]；其人为源主要包括燃

煤电厂、工业锅炉、有色金属冶炼和水泥生产等[2,8]。

2018 年全球释放到大气中的汞为 8 000 t，其中自然过

程和人为活动释放分别为 5 500 t 和 2 500 t[9]。与人为源

不同，自然源排汞绝大部分（>95%）是气态单质汞。

大气汞的自然来源复杂多样，且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显

著，因此大气汞的自然来源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

难点。特别要指出的是，部分自然源的汞是人为源排

放汞沉降到地表后的再释放造成的。基于大气/土壤、

大气/水体和大气/植物叶片汞交换通量的研究及我国

土壤汞数据的更新，笔者研究组系统构建了我国汞的

自然源排放模型，并通过野外监测数据对模型优化，

获得了我国高精度的自然源汞排放清单[10]。研究结果

表明，我国自然源年排放汞量为 465.1 t，基本与人为

源排放相当；其中，556.5 t 来自土壤，9.0 t 来自陆地

水体，同时植被年吸收大气汞 100.4 t。80% 的自然源

汞排放来自草地与农田生态系统，且具有显著的季节

性规律，在夏季的排放量占年总排放量的 51%[10]。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

人为源汞排放量迅速增加。初期为 13 t/a，1978 年增

加到 150 t，2010 年剧增到 500—800 t，2013—2017 年

从 571 t 减少到 444 t[11]。我国 1978—2014 年人为源大

气汞排放累计 13 294 t，其中气态单质汞（Hg0）、气

态二价汞（HgⅡ）和颗粒态汞（Hgp）分别占 58.2%、

37.1% 和 4.7%[2]。同时，我国人为源大气汞排放的

来源和形态分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98 年之前最

大的排放源为工业锅炉，1999—2004 年为锌冶炼，

2005—2008 年为燃煤电厂，2009 年以后为水泥工

业 [2]。当前，燃煤工业锅炉和水泥行业成为大气汞排

放控制的重点行业。大气汞排放形态比例从 1978 年

的 65%∶28%∶7%（Hg0∶HgⅡ∶Hgp）转变到 2014 年

的51%∶46%∶3%（Hg0∶HgⅡ∶Hgp）。HgⅡ 排放

比例的增加会对局地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而水泥行

业 HgⅡ 的排放量占到全国 HgⅡ 排放量的 45%[2]。

2 汞的迁移转化与健康效应

汞是一种全球性污染物。汞是常温常压下唯一呈

液态并易流动的金属，可以多种形态在各种环境和生

物介质中广泛存在，但是汞在地壳中的含量很低。自

然环境中，汞可以通过挥发、降水、沉降和溶解等作

用不断进行迁移，也可通过氧化、还原、甲基化及去

甲基化等过程进行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12]。由于气态

单质汞在大气中具有较长的居留时间，能在环境中持

久存在，一旦经释放进入环境，可以随着大气环流进

行长距离传输，经干湿沉降能到达偏远甚至极地地区

的水生生态系统，造成全球性的汞污染[13-15]。

汞的毒性效应与形态密切相关。汞根据形态可分

为无机汞（如元素汞、二价汞等）和有机汞（如甲基

汞、乙基汞等）。元素汞具有挥发性，由于高扩散性

和脂溶性，可经呼吸、皮肤或消化道等途径进入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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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并对免疫、内分泌和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16]。

二价汞也可以对生物体产生一定的毒性作用，但是由

于生物可利用性较低，且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毒性相

对较小[16]。有机汞的毒性显著高于无机汞，甲基汞可以

通过肠道吸收进入生物体并随血液到达器官和组织，作

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引起神经毒性和神经发育毒性，对大

脑和小脑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16]。此外，甲基汞具有很

强的生物富集和生物放大作用，水生食物链顶端的鱼类

中甲基汞含量比水体高 106—107 倍，因此食用鱼肉及其

他水产品是人体甲基汞暴露的主要途径之一[17]。不过，

我国鱼肉和水产品的汞含量总体较低[18-20]，大部分低

于我国水产品安全限值（肉食性 1.0 μg/g；其他 0.5 μg/

g）。这与我国大部分鱼类是人工养殖、食物链简单、

鱼体生长速度快等因素有关[21]。

近年的一些研究表明，水稻是甲基汞富集作物和

特定居民甲基汞暴露的主要途径之一。稻米对甲基汞

的平均生物富集因子是无机汞的 800 倍[22]。贵州汞矿

区大米甲基汞含量的变化范围为 1.9—174 ng/g[22-24]，导

致相关汞矿区居民的甲基汞暴露 94%—98% 来源于稻

米摄入，这说明该汞矿区居民暴露甲基汞的主要途径

是食用大米[25]。贵州汞矿区、土法炼锌区、燃煤电厂

区及对照区的研究表明，居民食用大米、蔬菜、肉类

对其总汞暴露都有贡献，但是大米摄入是其甲基汞暴

露的主要途径（> 90%）[26]。

我国一般居民甲基汞暴露的总体风险较低。我国

鱼肉等水产品的汞含量整体较低，一般人群食用水产

品的甲基汞暴露风险较低[27]。我国南方 7 省份稻米总

汞和甲基汞的平均含量为 10.1 ng/g 和 2.47 ng/g，汞含量

总体较低[27]。我国南方城市和农村居民食用鱼肉和大

米每日甲基汞摄入量分别为 0.020 μg/kg 和 0.028 μg/kg，

远远低于国际限值（0.23 µg/kg）[28]。但是，在沿海地

区部分人群因大量食用水产品也存在甲基汞暴露的健

康风险。例如，东部沿海某地渔民头发甲基汞含量高

达 9.5 mg/kg[29]。此外，一些汞污染地区的居民仍然存

在一定风险。例如，某汞矿区居民头发甲基汞平均含

量为 2.07 μg/g[30]。

3 《水俣公约》

“水俣病”事件引起世界各国对汞污染的广泛关

注。大量汞及其化合物的生产、使用和排放造成全球

范围内的汞污染。汞污染事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20 世

纪中期发生在日本水俣湾的汞污染事件，又被称“水

俣病”事件。由于日本 Chisso 公司将含汞废水排入水

俣湾，生活在周边的居民食用高甲基汞含量的水产品

后发生了严重的汞中毒，轻者口齿不清、手足变形，

重者精神失常甚至死亡。日本至少有 5 万人因此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响，被确认“水俣病”病例达 2 000 多

例。“水俣病”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与健康危害，

引起了世界各国对汞污染的广泛关注。

《水俣公约》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

放。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减少汞对

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的损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经

过 5 轮政府间谈判，于 2013 年 1 月 19 日达成具有全

球法律约束力的汞文书——《水俣公约》。公约已

于 2017 年 8 月16日正式生效。公约包括 35 条正文、

5 个附件，从全生命周期对汞提出管理要求，涵盖汞

的供应和贸易、添汞产品、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生产

工艺、土法炼金、点源排放、面源排放、汞废物以外

的汞环境无害化临时储存、汞废物、污染场地、财政

资源和财务机制、能力建设、技术援助和技术转让、

健康、公共信息、认识和教育等方面。

《水俣公约》对汞的生产、排放、使用、贸易等

方面做出严格规定。《水俣公约》限定了汞的使用和

排放，并确立减排时间表——要求各签约国要减少大

气汞排放，尤其是燃煤电厂、燃煤工业锅炉、有色金

属冶炼、垃圾焚烧和水泥制造等行业的汞排放。例

如，要求各签约国将含汞电池、开关、继电器、化妆

品、荧光灯、农药、气压计、体温计、血压计、温度



  院刊  1347

我国汞污染研究与履约进展

计在内的多个产品在 2020 年之前退出市场，或是达到

《水俣公约》规定的安全标准；要求逐步减少对牙科

汞合金的使用；要求 2018 年淘汰使用汞及其化合物作

为催化剂的乙醛生产，2025 年淘汰氯碱生产，2020 年

聚氯乙烯生产的汞使用减少至 2010 年的 50%；要求

消除混汞法土法炼金，消除露天和居民区焚烧汞合金

等。此外，《水俣公约》还针对汞暴露敏感人群的保

护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加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培

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更好地诊断和治疗与汞危害

相关的疾病。

4 我国汞污染控制及履约进展

作为汞的生产、使用和排放大国，我国积极响

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改善全球汞污染问题做出的

努力。2013 年 10 月 10 日，我国作为首批签约国签署

《水俣公约》；2016 年 4 月 28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正式审议并批准公约的决定；我国政府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正式向联合国交存公约批准文书，成

为第 30 个批约国。

目前，我国正在开采的汞矿主要集中在陕西

省。按照公约要求，我国将在公约生效  1 5  年后

（即 2032 年）关闭境内所有汞矿，然而汞矿关闭之后

将面临经济社会转型的难题。

我国使用汞最多的行业是聚氯乙烯的生产，其

以汞为触媒、煤炭为主要原料来进行生产。在过去

的 10 多年内，我国聚氯乙烯行业发展迅速，汞使用

量巨大。因此，亟待研发无汞或者低汞新型催化剂，

从原料质量、低汞触媒、工艺控制、设备质量与使用

等各环节严格管控，以降低汞触媒单耗[31]。我国第二

大用汞行业是计量仪器制造业，主要用于体温计和血

压计的生产。我国第三大用汞行业是电池生产。近年

来，我国体温计、血压计和电池生产的用汞量已经开

始大幅降低。

大气汞污染防治是我国履约工作的重中之重。我

国人为源大气汞排放量居世界首位。在环境汞污染及

《水俣公约》履约压力下，汞排放控制成为我国大气

治理中继脱硫、脱硝之后的下一目标。2019 年，吴

清茹等[32]建议明确燃煤电厂总量控制目标，从替代性

措施和控制技术应用 2 个方面控制大气汞排放；推动

燃煤电厂大气汞排放限值的修订；强化多污染物控制

技术的协同脱汞效果并提高技术的稳定性，同时开展

高效低价专门脱汞技术的研发。自 2009 年以来，水

泥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人为汞排放源，2014 年汞排

放量达到 145 t，我国水泥工业控汞压力日益增大[2]；

亟待建立和完善控汞和汞减排标准体系，开发、应用

和总结出优化可行的技术（BAT）和更好的环境实践

（BEP），并在新建水泥厂应用[33]。

我国一直采取积极措施进行环境汞污染研究和汞污

染控制。科学技术部于 2013 年启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计划项目“我国汞污染特征、环境过程及减排技术

原理”。该项目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联合国

内 6 家优势单位进行攻关，针对我国产汞、用汞、排汞

量大造成较严重的汞污染形势，以及《水俣公约》履约

需求，对我国大气汞源汇及迁移规律、汞污染的环境过

程与效应、典型行业烟气汞控制与减排技术原理等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构建了基于工艺过程的大气汞排放

因子模式，建立高分辨率的人为源分形态大气汞排放

清单；全面开展不同地表系统（如海洋、森林和农田

等）与大气间汞迁移的现场观测，建立了国际先进的自

然源排汞模型和我国的自然源排汞清单；建立我国大气

汞监测网络，对我国典型区域的大气汞形态和湿沉降通

量进行长期同步连续监测。研究发现，三峡水库“汞活

化效应”不明显，渤海汞污染风险较小，而贵州汞矿区

存在一定的汞污染风险。项目开发出碳基和锰基氧化物

为主的烟气汞高效吸附材料和高效零价汞催化材料，构

建多效催化体系实现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开发出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复合烟气硫汞烟气一体化吸收回收技

术。该项目研究成果为我国汞污染控制和履行《水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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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技术支持。

我国已启动履行《水俣公约》能力建设项目。在

《水俣公约》生效之前，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

部”）联合相关部委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共同发布《水

俣公约》在我国生效的公告；并根据《水俣公约》要

求，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汞生产、使用和排放的管理

措施。为推动全面履约并提高我国的汞履约能力，环

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现“生态环境部对

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与世界银行共同启动中国履行

《水俣公约》能力建设项目。该项目拟通过开展调

查、监测和战略制定等活动，完成中国履约国家战略

的编制，并在试点省市开展汞流向报告制度、含汞污

染地块风险评估、含汞废物回收处置技术可行性研

究、大气汞监测能力提高和成果宣传等试点活动，以

提高试点省市和国家的履约能力。

5 结语

我国汞污染研究的基础薄弱，尚无法为国家汞减

排、污染防治和风险管控等提供全面的科技支撑。我

国是目前汞生产、使用和排放量最大的国家，面临着

比其他国家更严峻的汞污染防控及履约压力。因此，

需要在 5 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① 我国环境汞的自然

来源及先前沉降汞的再排放；② 我国大气汞的长距离

传输和大气汞质量平衡研究；③ 我国沿海地区和汞污

染地区居民汞暴露风险；④ 聚氯乙烯行业低汞触媒或

替代产品研发；⑤ 典型人为汞排放源减排技术研发。

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满足我国汞污染控制和履

行国际汞公约的重大科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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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Mercury Pollution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Minamata Conven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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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rcury (Hg) is one of the most toxic heavy metal and a global pollutant. 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entered 

into force in August 2017, which aims to control and reduce global anthropogenic Hg emissions and use, and highlights that Hg 

pollu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 At present, China is one of the larger countries on Hg production, 

use, and emission, which faced with great pressure of Hg pollution control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escribes the production, use, and emission of Hg in China, the migr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health effects of Hg, 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and the progress of Hg pollution control and implementation of Minamata 

Convention in China, and also points out five aspects on Hg research in China, which hopes to contribute to the environmental Hg 

pollution control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in China.

Keywords    mercury pollution, Minamata Convention, research progres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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